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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宣言》被視為充分展示亞洲人權立場的標誌性文件。［1］它誕生於世界人權大會亞洲

區域籌備會議，集中展示了亞洲國家的人權訴求並提出了亞洲國家亟待解決的人權問題。《曼谷

宣言》是亞洲國家主體意識和人權意識覺醒的產物，直接推動了《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對

亞洲人權觀念的接納。中國在《曼谷宣言》形成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2］通過梳理《曼谷

宣言》起草的歷史，可以發現亞洲國家正是在共同制定這一文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協調一致的人

權立場。一方面，亞洲國家獨立後，在政治獨立、經濟發展和外交平等方面都面臨著共同的人權

訴求，這促成了亞洲人權意識的覺醒，為亞洲各國達成一致的人權立場奠定了觀念基礎。另一方

面，在世界人權大會亞洲區域籌備會召開和《曼谷宣言》制定過程中，為衝破西方的人權話語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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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宣言》與亞洲人權立場的形成

化國宇*    白渤宇**

  摘  要  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亞洲區域籌備會是亞洲國家在冷戰結束的國際新形勢下召開的第一次區域人

權會議，開創了亞洲區域人權合作的新局面。會議通過的《曼谷宣言》在重申對《世界人權宣言》等一系列人

權公約的尊重和延續前提下，集中表達了亞洲國家的人權立場，回顧了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等與廣大亞洲國家

人權發展息息相關的重要權利，提升了亞洲地區在國際社會的人權話語地位。《曼谷宣言》是亞洲對西方人權

外交的有力回應，也有利於亞洲國家更好的協同解決亞洲政治經濟發展中相關人權問題，應當重新審視其歷史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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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排除亞洲區域會議召開的現實阻礙，包括中國在內的各亞洲國家必須團結一致，發出亞洲人

權聲音，這為亞洲各國統一人權立場提出了現實必要性。由此，《曼谷宣言》成為亞洲國家表達

共同人權立場的重要載體，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文本及其歷史意義。

一、亞洲人權意識覺醒的歷史脈絡

二戰之後，亞洲地區迎來了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和經濟的飛速發展階段，各國民族主體意識不

斷增強。隨著冷戰的到來，亞洲各國或被拉攏或被分化，加之局部熱戰，彼此的聯繫被割裂。西

方雖然一直對亞洲推行其人權外交政策，但是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尚無暇對亞洲國家施加過多

干預。亞洲國家基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經濟發展道路形成了區域性的人權觀念，既有與各文

明人權觀相似的普遍性部分，又有差異的特殊性部分。而特殊性的部分恰恰是亞洲國家在爭取民

族獨立、經濟自主和外交平等過程中產生的最迫切的人權訴求。

（一）政治獨立與民族主體意識增強

二戰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比如1947年印度獨

立、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1965年新加坡獨立等。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沖

刷下，帝國主義長期建立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

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歷史進程深刻形塑了亞洲各國的人權觀念。歷史上由於帝國主義

的侵略，大部分亞洲國家一度淪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馬來西亞

前總理馬哈蒂爾就指出：“在二戰以前，歐洲人把世界劃分成數個帝國，在那裏他們對殖民地人

民為所欲為，根本不相信人權的普遍性。……非白色種族的殖民地人民必須接受白人的全面統

治。……對他們來說，人權根本就是不存在，對於歐洲帝國主義國家來說，人權只是對其人民而

言的”［3］。正是基於這種認知，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刻領悟到民族自決權的重要性，認識到國家

主權的獨立完整是實現本國人民人權的基本前提。也正因此，他們對於曾經走上帝國主義道

路的“西方列強”所推行的人權標準抱著極為審慎的態度。事實上，西方國家始終未曾真正關心

過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狀況，其在國際社會上宣導人權更多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量。即便在二戰

之後國際社會深刻反省這場人類浩劫之時，西方大國仍然更加關注戰後利益分配問題，對於殖民

地問題則態度曖昧。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中國曾提出將堅持各國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寫入

《關於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建議案》，而美、英、蘇三大國卻基於戰後利益的考量拒絕寫入這

一條款。［4］在舊金山制憲會議上，對於託管領土（實際上是殖民地）問題，國民政府主張《憲

章》應當促進領土及其居民逐漸走向獨立或者自治，直至獲得民族的完全獨立。而英、法、美三

大國基於其殖民利益，對中國的這一主張極為反對。為了讓中國與它們保持一致，美國甚至主張

給中國在託管理事會中保留永久性席位。但是中國並不想在託管領土上為自己謀求特殊利益，因

而仍然“衷心希望把民族獨立包括在聯合國的基本目標之中”［5］。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起

草時，為了更多地對宣言施加影響，美國專門為起草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配置了一個法律顧問

［3］ 章芹：《馬哈蒂爾的政治思想及其政策實踐》，載《東南亞縱橫》1996年第4期，第40頁。

［4］ 參見[加]約翰·漢弗萊：《國際人權法》，龐森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

［5］ 宗成康：《論中國與聯合國的創建》，載《民國檔案》1995年第4期，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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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當時不僅僅是美國，英國和法國也都有各自的人權工作組。［6］英國政府的人權工作組毫不

諱言：“王國政府尋求這項公約（指《宣言》）的目的有二：首先，王國政府把公約視為確保提

高人權標準的過程中的一個手段；其次，它可以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7］英國和美國的檔案都

揭露，兩國政府當時對於自己的人權弱點都非常清楚，前者的問題在於殖民地，而後者則是黑人

問題。為了在宣言制定過程中掌握主導權，美國專門準備了蘇聯陣營“弱點”的材料。［8］宣言起

草過程中的各個會議記錄、代表討論、修改意見通觀下來都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對人權話

語的掌控力。［9］

亞洲國家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關係，以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1955年4月18
日至24日，29個亞非國家參加的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這是廣大亞非國家在二戰後第一次在沒有

西方殖民國家參加下獨立舉行的國際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這份文

件“考慮了亞洲和非洲國家有共同利害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10］，其中專門提及了人權和自

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理念正式走上了國際舞台。

此後，一系列有關民族自決權的宣言和公約得以在國際社會通過，如1960年通過《給予殖民地

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66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1970年通過《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

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社會格局和力量對比、改善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發展環

境，也為廣大亞非拉國家人權發展奠定了國際政治基礎。［11］

（二）經濟落後現實與強烈的經濟社會發展訴求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宣佈每個人作為社會一員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

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利。這表明所有人均享有發展權，財富、收入、機會和社會

服務不應成為少數人的特權。雖然戰後亞洲多國的經濟都實現了飛躍式發展，但由於長期遭受殖

民統治，各國還面臨著貧富差距大、經濟社會制度的殖民遺留束縛、長期的不發達和貧困、國際

經濟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等難題。因此，保障本國的發展現狀、脫離其他國家的阻礙、按照本國國

情自主發展社會經濟以及提高民眾生存條件已經成為這一階段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目標。［12］

沒有主權間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不打破舊的被西方壟斷的國際經濟秩序，就不可能實現經

濟的獨立發展，也就更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獨立自主。因此，第三世界國家為獨立自主發展經

［6］ See Eric Pateyron, La Contribution Française à la Rédaction d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René Cassin et 
la Commission Consultative des Droit de l’Homm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8, p. 33.

［7］ 阿謝爾德·薩姆諾伊（Ashild Samnøy）：《<世界人權宣言>的起源》，穀盛開譯，載[瑞典]格德門德爾·阿爾弗雷德

松、[挪威]阿斯布佐恩·艾德編《<世界人權宣言>：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中國人權研究會組織翻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版，第7頁。

［8］ 參見阿謝爾德·薩姆諾伊（Ashild Samnøy）：《<世界人權宣言>的起源》，穀盛開譯，載[瑞典]格德門德爾·阿爾弗雷

德松、[挪威]阿斯布佐恩·艾德編《<世界人權宣言>：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中國人權研究會組織翻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8頁。

［9］ 參見常健、劉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世界人權宣言>的影響》，載《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15頁。

［10］《亞非會議最後公報（1955年4月24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 tp : / / sv ideo.mfa .gov.cn/z i l -
iao_674904/1179_674909/200504/t20050415_7946967.shtml，訪問日期：2023年12月21日。 

［11］ 參見毛俊響、王欣怡：《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權話語的變遷邏輯》，載《人權》2020年第1期，第8頁。

［12］ 參見龐森:《發展權問題初探》，載《國際問題研究》1997 年第1期，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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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而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鬥爭，是對政治獨立運動的接續。實現發展的願望，成為第三世

界國家提出作為基本人權的發展權的催化劑。

發展權首次被正式使用是在阿爾及利亞正義與和平委員會於1969年發佈的《不發達國家發展權

利》報告；最早被作為一項人權被明確提出，是在1972年塞內加爾最高法院院長、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委員凱巴·巴耶所做的《作為一項人權的發展權》演說中。［13］發展權的最大特點在於個體人

權與民族、國家集體權利之間的相輔相成：在國家範圍內，發展權體現為個人人權，個體有自由

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權利，並公平地從發展中獲益；在國際範圍內，國家有自主

獨立實現發展的權利。［14］西方排斥發展權的主要理由是，人權主體只能是個人，拒絕承認民族、

國家這樣的集體作為人權的主體，同時也認為“發展權”只是一種“機會”，而不是一項人權。

這種認知暗含的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不平等觀念：首先，國際人權只有一種標準，即西方

的個人主義人權標準，這無非是以西方的文明觀取代全球各文明的人權觀；其次，在國際社會中

秉持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因之具有合理性，發展中國家不應

當要求西方放棄既有利益，即便是這種利益獲取的前提是不正當的。這種觀念必然會遭到包括亞

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極力反對。

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取得的共識進一步助推了發展權的確立。1973年9月5日至9日在阿

爾及爾舉行的不結盟國家第四次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會議，通過了《經濟宣言》，首次提出了建

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問題，並提請聯合國秘書長召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專門討論發展和國際

經濟合作問題。在不結盟國家推動下，1974年5月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圍繞“原料和發展”

這一主題，專門討論了反對殖民主義剝削和掠奪、改造國際經濟結構的基本原則和具體安排。這

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首次。二十八屆聯大主席、厄瓜多爾代表萊奧波爾多·貝尼特斯重新當選為

這次特別會議的主席，包括中國代表在內的所有二十八屆聯大副主席也重新當選為這次會議的副

主席。出席會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此次會上做了發言，把毛

澤東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向全世界作了詳盡的闡述。還指出：“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

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

題。”“歸根結底，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是不可分的。沒有政治獨立，就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

而沒有經濟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就是不完全、不鞏固的。”［15］會上一致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

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行動綱領》。［16］1974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第29屆會議又

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以更為明確的文字肯定了宣言和綱領所確認的基本原則，

進一步實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訴求的權利化、法典化。這些文件所確認的各國經濟主權不可

侵犯、平等參與國際合作、消除發展的障礙、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等一系列理念，都被後來的

《發展權利宣言》所吸收。

［13］ 參見付子堂:《發展權與中國人權事業大發展》，載《人權》2017年第1期，第9頁；戴菁：《堅持以發展促進人權事業

進步》，載《學習時報》2017年07月26日，第A2版。

［14］ 參見李忠夏：《發展權是個人與集體人權的統一》，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12月7日，第10 版。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第1版。

［16］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f The 6th Special Session, A/9556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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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中國等亞洲國家共同推動下，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正式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發

展中國家歷史性地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了第41屆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146票通過，1票反

對，以及8票缺席。［17］這項宣言的通過象徵著發展權已經成為一項不可質疑的基本人權。《發展

權利宣言》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關於發展權的理念進行了系統性總結，也成為亞洲人權觀的重要組

成部分。

（三）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與亞洲國家的集體回應

人權問題本來只是國際領域的共同關注對象，之所以不斷演變為國家用來鬥爭的工具，主要原

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上推行人權外交。所謂人權外交，就是指西方國家試圖將各

國人權發展問題政治化，以此為基礎來推進本國的對外戰略理念和實踐。追溯到二戰期間，1941
年英、美兩大國發佈《大西洋憲章》，呼籲世界和平並保護世界人權，此後歷屆美國政府都會強

調國際領域的人權問題，這對於推動國際社會對人權的重視曾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但是不難看出

這也是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戰後世界人權秩序的建立，為其謀求全球霸權埋下的伏筆。一直到卡

特政府時期，由於國際背景動盪對美國不利，人權外交的理念實踐被正式搬到國際舞台並全面推

行。這一時期卡特在就職演說、人權宣言紀念大會上以及告別演說中都反復談到人權外交，他聲

明：“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強調人權問題，要促進人權的保護。美國將把人權外交的政策設

立為一項外交基本原則，人權保護問題將作為影響美國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關鍵因素。”［18］

從人權外交政治層面的表現來看，西方國家形成了一整套人權外交理論體系並加以推行。這

一時期國際社會力量發生了重大變化，東歐和蘇聯的一系列社會變革被美國視為通過人權外交政

策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的成果。亞洲地區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由於歷史發展的不同，宗

教、文化的複雜性，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從而處於國際力量對比的劣勢一端。由於亞洲的重要

戰略地位和資源，又被認為力量鬆散而容易突破，西方國家轉而將人權外交的矛頭指向亞洲。首

先是人權無國界論。西方國家提出這一理論的根據來源於《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到的每個人都可

以自由的發表意見，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或超越國界去自由地尋求、傳播資訊。西方國家對此規

定加以歪曲解讀，要跨越國界去保護人權。但是他們只提到要跨越國界去參與別國政治，卻不曾

想跨越國界分享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因此這本質還是藉口人權來推進霸權主義。其次是人權高

於主權論。西方稱主權概念應該更新換代，在主權和人權保護領域出現矛盾時，主權應為人權而

讓步。這一理論不僅毫無依據並且邏輯荒謬。縱觀歷史進程，人民的權益保護無不依賴於國家，

沒有國家的安定，就沒有人民的安寧，面對人權問題一定是先有國家主權才有人權。最後是人道

主義干涉合法論。19世紀一些實力雄厚的歐洲國家為了侵略他國來擴張國土並積累財富而提出這

一荒謬理論，歐洲以他國人民的權益受到本國迫害為由悍然發動侵略戰爭。這一反人道的強權理

論本來在二戰結束後頒佈的《聯合國憲章》中就被否定，可是冷戰結束後竟又被西方國家重新提

出。［19］

人權外交針對經濟秩序的主要表現是，西方國家對於國際援助的條件總是高舉保衛人權的口

號。“讓國際援助為發展中國家普及民主和自由”既是美國在援助別國發展時的口號又是援助的

［17］ 其中丹麥、芬蘭、西德、冰島、以色列、日本、瑞典和英國缺席，僅有一張的反對票是美國投出的。

［18］ 叢培影、黃日涵：《美國對華人權外交的演變及實質》，載《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89頁。

［19］ 參見董雲虎：《關於國際人權鬥爭的幾個問題》，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1999年第6期，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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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法國則將“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結合運動將在援助的努力下推行”作為援助的口號；英國

也提出外交援助的核心理念：“站在好政府的立場上，實現被援助國的民主水準”；德國提出的

援助標準裏，也明確包括尊重人權及公民參加政策等。這些援助口號和附加條件實際上在抹黑發

展中國家的人權情況，是人權外交政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國家希望借助國際經濟援助來迫使

其他國家承認人權需要他國保護的居心顯而易見。［20］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忽視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試圖將西方個人主義人權觀

強加推行。保護人權一直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期待，也是世界各國政府的責任。聯合國通過的《世

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憲章》以及多項人權公約決議上都有界定，國際人權的保護合作本不應

該存在單方解釋的空間。出現爭議的時候，各國政府完全可以公平對話，解釋矛盾和誤會，取得

共鳴，最後合作促進世界範圍內的人權保障。關於人權普遍性問題，早在《世界人權宣言》通過

之時就獲得了世界各國的肯定。不過隨著近幾十年的發展，各國起點不同並且發展速度也不同，

以及長久的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都不同，目前的人權發展自然不能盡然相同。想消除世界各國的

差異性，實行整齊劃一的政治經濟標準來實現人權的保護不切實際。可是這樣不切實際的事情西

方國家卻一直在堅持，並且西方國家對自己的政治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都感到滿意，看待別國的

人權發展時卻時常發起偏見性的質疑。人權作為所有人類生存的基礎，到了西方國家手裏卻成為

了政治傾軋的工具。它們公開批判別國存有踐踏人權或違反國際人權保護規定的現象，甚至宣稱

要做人權審判官，要將別國人權問題拿來審判。”［21］

大部分亞洲國家開始對人權問題進行回應始於20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

影響力逐漸減弱，而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卻穩定發展，因此美國更急切的想對亞洲國家的政治經

濟秩序進行干涉。所以西方國家將對意識形態鬥爭的注意力轉移到批判許多國家存在侵犯人權和

缺乏民主自由的問題上來，並開始以“人權衛士”自居，號稱要讓人權和民主之花盛開在世界各

地。亞洲地區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長時間的貧困與落後反倒給了西方國家很好保衛人權的藉口。

人權外交政策在亞洲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反應，大部分亞洲國家並不接受。1985年，鄧小平提

出“什麼是人權”的問題，區別了中國和西方的人權觀，反對將西方某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人權

模式作為普遍的人權標準強加於其他國家，主張根據中國的實際和特點來決定自己國家的政治制

度與人權制度。［22］1991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成為中國政

府向世界公佈的第一份以人權為主題的官方文件，認可人權是“一個偉大的名詞”，“享有充分

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

在中美人權外交對抗中，美國政府曾提出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企圖以此換取中國在人權問

題上的讓步。這自然遭到中國政府的直接拒絕，讓美國的人權外交策略化為泡影。不過美國在權

衡中美國際合作趨勢後，最終還是宣佈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並且將之與人權問題“脫鉤”。國

際社會普遍認為，這代表著中國對抗美國人權外交的一大勝利，也是中國代表亞洲做出的有力回

應。美國的人權外交行徑在亞洲其他國家也遭到了抵制。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在與克林頓會談

［20］ 參見徐勝、韓大元：《亞洲國家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載《法學家》1993年第Z1期，第132頁。

［21］ 鄧樹林：《人權鬥爭：智慧和力量的較量——訪聯合國前副秘書長金永健大使》，載《對外大傳播》2006年第10期，

第1-2頁。

［22］ 參見陳波：《認真學習鄧小平人權理論》，載《光明日報》2004年06月30日，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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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度公開批評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他說“美國若企圖用壓力使人就範不但在中國行不通，哪

個國家也不會接受。”［23］同時，亞洲國家積極開展了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系列區域行動。1982
年在科倫坡舉行了亞洲地區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地方和區域安排研討會、1990年在馬尼拉舉

辦了第一次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人權講習班、1993年在雅加達舉辦了第二次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人權

問題講習班，所有這些研討會和講習班都高度聚焦研討亞太地區如何創建國家人權組織和區域人

權機制間的準備工作。［24］印度、印尼、斯里蘭卡和泰國等開始籌建國家人權機構，也受到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的特別關注與支持。此後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亞洲國家也紛紛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

會，以此回應國際社會上保護人權的普遍呼籲，並回擊西方國家對亞洲地區的人權保障方面的指

控。［25］這些會議和國家機構建設為亞洲人權立場的形成和逐步清晰提供了準備，為《曼谷宣言》

中的人權理念奠定了思想和行動基礎。

二、《曼谷宣言》的孕育：亞洲國家為發出亞洲人權聲音所做的努力

正是由於亞洲在戰後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方面的急劇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共同訴求，亞洲國

家不再甘於在國際論壇上寂寞無聲，它在形成新的集團力量和地區意識時不可避免地開始注重以

自己的方式和聲音說話，表達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後冷戰時期西方的集體施壓更加劇了這種與歐

美集團相抗衡的政治、文化意識傾向。［26］此時西方國家將目光投向亞洲，企圖利用其在國際經濟

政治秩序中的優勢地位在亞洲地區謀取紅利，人權外交成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西方單方面向亞

洲國家推行所謂“普世”的一套人權價值體系，用西方人權話語綁架亞洲國家，這種人權霸權行

徑自然招致了亞洲國家的普遍反感和抗拒。

基於國際人權領域的發展差別和認知爭議，1989年12月15日，第44屆聯合國大會第44/156號決

議提出舉行一次世界人權會議的建議，由大會秘書長徵求各國政府、專門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意

見，並在第45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報告。［27］這一建議得到普遍贊同，大部分國家、機構和組織認

為，一個籌備良好、有高級別人士參與的世界會議將可以對國際促進和保護人權作出重要貢獻。［28］

1990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第45/155號決議決定召開世界人權會議並設立籌備委員會。會議

召開的主要目的包含：審查和評價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以來在人權領域所取得的進展，查明這

方面進一步發展的各種障礙以及可予以克服的方式，以及審查發展與經社文權利及公民和政治權

利之間的關係等。［29］此外，決議還專門提及：認識到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並相互關

［23］ 張碧清：《美國人權外交在亞洲到處碰壁》，載《亞非縱橫》1994年第3期，第34頁。

［24］ 參見班文戰：《建立亞太區域人權合作框架的前景分析》，載《人權》2008年第4期，第26頁。

［25］ See Sompong Sucharitkul,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1996, p.1069.

［26］ 參見越心：《亞洲意識在東亞的崛起》，載《國際觀察》1994年第6期，第11頁。

［27］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adopted on the reports of the Third Committee of ,A/
RES/44/156(1989), p.231.

［28］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45/564(1990), p. 4.

［29］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adopted on the reports of the Third Committ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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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的，各國決不能因為促進和保護一類人權而免於或可以不促進和保護另一類人權。這為包括亞

洲國家在內的世界不發達地區在國際人權領域的發聲提供了重要契機：既可以以整體文明的形式

向世界表明亞洲國家的人權立場（而非以單個國家獨自面對整個西方人權話語霸權），也可以增

進不同文明間人權觀念的交流。

世界人權會議籌備委員會自1991年至1993年共舉行了四屆會議。駐日內瓦大使範國祥作為中

國代表團團長參加籌備會議（後來由金永健大使接任），並在前兩屆會議擔任亞洲人權協調員。

如何確定此次世界人權大會的核心議題成為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國家爭論的焦點之一。西方國家提

出希望將人權與民主定為會議中心主題，聲稱民主是人權的根本，同時還提出人權的實施應由個

人來進行，即否定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的人權屬性。這實際上是西方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將西方人

權模式強行推廣至其他文明，而非持一種平等交流的姿態。而發展中國家則提出應當討論發展權

議題，還主張應該重視民族自決權和尊重國家主權，並對世界範圍內的種族主義和外國勢力干涉

人權問題予以強烈關注。亞洲國家中，日本不同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主張，表示應該採納西方

國家的建議。［30］在長時間討論過程中，非洲區域和拉丁美洲區域的國家建議較少，印度和菲律賓

的態度趨向中立，東歐國家表示以聽取他國建議為主。中國代表積極發表意見，維護發展中國家

的利益。中國代表強調世界人權大會應重點關注廣大發展中國家所呼籲的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等

內容，這些權利與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促進息息相關。討論一度陷入僵局，籌備會議主席為了

緩解僵局，建議各國為了世界人權大會的順利舉行做出退讓。中國方面為表示誠意，提出可以將

人權、發展權和民主問題共同採納，但是要同時採納世界其他區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落後地區

的意見。在亞洲國家的單獨討論中，有些亞洲國家對妥協讓步的姿態感到不滿，認為需要打掉西

方的全部提案，中國更傾向於以退為進的策略。範國祥大使根據當時的局面，認為稍微的退讓對

亞洲而言是最有利的，因為確保世界人權大會能夠順利召開才能為亞洲區域人權發展爭取更大的

利益，這一解釋獲得亞洲國家的一致認可。［31］亞洲國家顧全大局主動讓步，換來的卻是西方國

家的咄咄逼人，使得討論一度陷入僵局。國際上的人權爭議在日內瓦籌備會議上得到了明顯的體

現。籌備會議期間西方國家不僅在會上挑起爭議，還在世界人權大會相關新聞報導裏大肆宣揚西

方個人人權價值觀念的普遍意義，且在新聞裏直接宣稱要建立由西方監督並運行的國際人權監督

機制。發展中國家始終堅持民族自決權、發展權以及一些對人權合理的不同理解，反對西方國家

將人權政治化的做法。最終，發展問題得以納入世界人權大會的核心議題，會議主題最終確定

為“人權、民主和發展”。

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在世界人權大會選址、區域籌備會議舉行、議程和議事規則方面都經過

了激烈的討論。其中，明確舉辦區域籌備會議的舉措為《曼谷宣言》的誕生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舉行區域人權會議的倡議是由中國代表率先提出的。早在1990年12月第45屆聯大決定舉行世界人

權大會時，中國代表在會議討論中就提出應該在世界人權大會舉辦之前先召開區域人權會議，審

查本區域內重點的人權問題，並且將各區域的人權經驗總結彙報給世界人權大會，從而有利於世

RES/45/155(1990), p. 259.

［30］ 參見範國祥：《國際人權鬥爭內情》，載《縱橫》2003年第2期，第18頁。

［31］ 同上註，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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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權大會順利進行。［32］西方國家出於對自己人權話語影響力的擔憂，對舉辦區域人權會議持否

定態度。但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集體支持中國的提議，世界各區域的國家也表示這是審查區域內人

權問題的最佳機會，西方國家迫於壓力只能暫時接受這一決定。

然而在日內瓦籌備會議的後續討論中，西方國家閉口不談區域人權會議的問題，只圍繞人權

與民主的話題發言，試圖忽略此前聯合國大會上通過的有關舉行區域人權會議的決議。依舊是中

國代表率先在籌備會議上重提了各區域人權會議的問題，中國代表指出，這是聯合國大會已經通

過的決議，並且對各區域人權進一步發展有重要意義，各區域需要進行集中討論。中國代表提出

這一問題後，非洲、拉丁美洲區域的各國紛紛表示同意。經過籌備會議主席團討論後，舉行區域

人權會議的意見得以正式提出。1991年9月13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籌備委員會第一屆第

八次會議決議中指出：每一區域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區域委員會體制範圍內或在其協助下召開區域

會議，並將這些會議視為世界會議籌備工作的一部分。［33］區域籌備會議為各國尤其是不發達地區

國家發出自己的人權聲音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平台。在1992年日內瓦舉行的籌備委員會第二屆會議

上，明確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將分別舉行區域內的人權會議，唯獨西方國家沒有意願舉行區

域人權會議。［34］

亞洲區域會議的參會範圍也是爭議的焦點之一。澳大利亞代表提出參加亞洲區域會議的想法，

其依據是澳洲與亞洲在地理上較為接近，並且一直與亞洲保持友好、密切的來往，認為自己屬於

亞洲，可以為亞洲區域人權問題助力。［35］這一提議得到了菲律賓、日本和韓國的支持。聯合

國人權中心也提出曼谷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亞太經社會）的總部，如果會

議要得到聯合國的經費支持，亞洲區域會議的參加範圍應定為亞太經社會的成員國。［36］如果按

照這項建議，亞洲區域會議的主體就會將西亞國家排除在外（西亞地區屬於西亞經濟社會委

員會），同時卻還把不相干的其他區域國家和國際性組織納入了進來，完全背離了亞洲區域籌備

會作為區域內的國家和非政府組織之間會議的初衷，所謂“亞洲”的概念就會被“稀釋”。這與

當初確立的區域會議的理念不符，此外，還有可能會對亞洲人權共識達成構成阻力。聯合國人權

中心的立場給區域會議的舉辦國泰國造成了壓力。泰國駐日內瓦大使向範國祥大使表示，想要舉

辦區域級別的人權會議，離不開聯合國的支持，此外泰國政府還面臨即將大選的壓力，會議日期

恐無法確定。因此泰國通過亞洲區域協調員（菲律賓代表）向聯合國表達了推遲舉辦亞洲區域會

議的決定。［37］中國據理力爭，指出澳大利亞同世界各區域都有穩定的外交關係，不單單是同亞

洲，而且澳大利亞是重要的西方國家成員，參加亞洲區域會議毫無道理，參會範圍的盲目擴大將

［32］ 同上註。

［33］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A/46/24(SUPP) | A/46/24(1991), p.10.

［34］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A/CONF.157/PC/19(1992) ,p.1-2.

［35］ 參見範國祥：《國際人權鬥爭內情》，載《縱橫》2003年第2期，第20頁。

［36］ 亞太經社會，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簡稱。於1947年在中國上海成立是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下屬

的五個區域委員會之一，包括幾乎所有亞太地區(包括中亞，但西亞除外)的國家和美國、英國、荷蘭、俄羅斯和土耳其。

［37］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Letter from the and Coordinator of the Asian Group on Geneva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World Conference，A/CONF.157/PC/40/ADD.1(199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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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亞洲區域會議有名無實。中國的有力主張，為亞洲國家衝破僵局提供了依據，使得亞洲國家

團結一致向聯合國聲明反對曲解亞洲國家區域會議的參加範圍，並指出澳大利亞最多只能以觀察

員的身份參與，不可能作為參會國。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一些亞洲國家提出希望由中國出面在

北京舉辦會議，認為中國可以在亞洲區域起到協調帶領作用。但是中國當時正面臨著西方的人權

攻擊，為避免西方國家借此又在亞洲區域人權會議上大做文章，中國並沒有接受提議。在中國的

積極支持下，伊朗提出在德黑蘭舉行亞洲區域會議，阿拉伯國家、巴基斯坦、印度均表示支持。［38］

正是由於亞洲國家堅決抵制了西方的施壓、表明了自己解決會議地點和會議經費的種種決心，

使得形勢發生轉變。西方國家擔心在人權領域的做法過於激進造成亞洲國家的進一步抵制，便不

再與亞洲各國對抗。澳大利亞面對此形勢也不再堅持，同意以普通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亞洲區域會

議。隨後泰國大使在會議上表示，鑒於澳洲已改變立場，減少了阻力，泰國政府仍舊歡迎亞洲區

域會議在曼谷舉行。不久後，聯合國人權中心也聲明，將按照亞洲組提供的參會國家名單發出邀

請，亞洲以外的國家則作為觀察員參會。［39］至此，經歷了諸多困難，亞洲區域會議的召開終於得

以確立。也正是由於在籌備亞洲區域會議過程中聯合國人權中心的立場上存在偏頗，使亞洲各國

意識到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機構中並沒有多少話語權，由此促生了《曼谷宣言》中第30條的

規定，即“呼籲發展中國家增加在聯合國人權中心的代表性”。可惜時至今日這一狀況仍未得到

完全改善，2023年9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佈的《關於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的中國方案》中繼續強

調：“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機構人員代表性不足的狀況應儘快得到改變。”［40］

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社會制度和宗教等因素的差異，亞洲曾是一盤散沙。［41］並且很

長一段時間，亞洲國家在國際政治層面是失語的。在《曼谷宣言》孕育的過程中，亞洲國家基於

共同的發展需要，面臨的共同困境，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開啟了團結一致、相互協調對話

的先聲。中國作為東亞儒家文化的母國，同時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實際上起到

了引領者和粘合劑的作用。沒有中國的帶頭發聲，在聯合國的場域中很難形成所謂的亞洲立場，

亞洲國家也很難團結起來形成與西方相抗衡的力量。中國首先提出並促成了召開各區域會議的主

張，為《曼谷宣言》的誕生提供了前提；中國和科威特無條件捐款幫助最不發達國家代表參加世

界人權大會，也是亞洲國家僅有的兩個捐款的國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以人權外交為目的附條件

的援助形成了鮮明對比；［42］在日內瓦籌備會議上，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頂住壓力屢次率先提出

意見並打掉有礙亞洲區域人權會議的提案，加強了亞洲國家的凝聚力和信心，促成在曼谷舉行區

域會議的決定；在區域會議參會國範圍問題上，帶頭抵制非亞洲國家的加入。中國在國際和亞洲

人權領域所做出的一系列突出貢獻，贏得了亞洲國家的一致認可，中國堅持人權原則積極維護亞

洲國家的必要利益，積極推動多方協作化解僵局，與亞洲國家排除萬難，團結一致，迎來了區域

［38］ 參見範國祥：《國際人權鬥爭內情》，載《縱橫》2003年第2期，第20頁。

［39］ 同上註。

［40］ 《外交部發佈<關於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的中國方案>》，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9/13/c_112986
1309.htm，訪問日期：2023-12-28。

［41］ 參見越心：《亞洲意識在東亞的崛起》，載《國際觀察》1994年第6期，第11頁。

［42］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us of the Voluntary Fund : Status of the Voluntary Fund :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A.CONF. 157/PC/45(199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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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會議的順利舉辦，最終將亞洲人民共同的人權願望送到世界人權大會的舞台。［43］

根據世界人權會議籌備委員會的會議決議，亞非拉地區發展中國家分別舉行了區域性籌備會

議。1992年11月，41個非洲國家在突尼斯舉行世界人權會議非洲區域會議，通過《突尼斯宣

言》；1993年1月，33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在哥斯達黎加首都聖何塞舉行世界人權會議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區域會議，通過《聖何塞宣言》。亞洲區域會議於199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泰國曼谷舉

行，亞洲49個國家通過了世界人權大會亞洲區域最後宣言，也稱《曼谷宣言》，並提交給世界人

權大會以供審查，希望通過世界人權大會在國際社會上進一步明確亞洲的人權立場。

亞洲區域會議共舉行了七次會議。1993年3月29日，第一次會議上首先對選舉主席團成員進行

了討論。基於泰國在會議承辦和舉行方面的貢獻，各國支持泰國方面作為區域會議的主席。副主

席分別由巴林、布丹、中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日本、巴基斯坦的國家代表擔任。印度國家代

表同時擔任副主席和報告員一職。繼範國祥大使在日內瓦籌備會議上做出卓越貢獻之後，亞洲區

域會議由金永健大使作為接任代表出席並擔任副主席。在1993年4月2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議上審議

了起草委員會的報告，其中載有最後的宣言草案。亞洲國家經過幾天的連續討論，對於亞洲的人

權和發展等問題形成了共識，各國團結協作意見幾乎一致，《曼谷宣言》草案未經表決即獲得通

過，僅有賽普勒斯和日本代表發言解釋了其代表團對宣言的一些立場問題。［44］最後《曼谷宣言》

按規定提交給世界人權大會，以反映亞洲地區的人權主張。中國等8個亞洲國家作為起草委員會成

員參與了《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的起草，《曼谷宣言》中的很多主張很多都被吸收在了這份

文件之中。

三、《曼谷宣言》中的亞洲人權立場

通過亞洲區域會議和世界人權會議，《曼谷宣言》所宣導的人權價值得到了亞洲國家以及世界

其他國家的尊重和支持。宣言的核心人權思想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對國際層面的人權條約和原

則的尊重，肯定人權普遍性，但是必須避免在實施人權時採用雙重標準，並避免其政治化；其次

是亞洲國家確立的人權原則和人權立場，涉及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人權的不可分割性、人權

與主權等問題；第三是亞洲社會當前面臨的主要人權問題——尤其是發展權和自決權的實現存在

障礙。

宣言文本的“前言”和第一條奠定了整個文本的基調，就是尊重並認可世界人權會議和國際

人權原則，承認人權的普遍性。亞洲國家非常重視世界人權會議的意義，也非常重視亞洲區域會

議，認為這是一個全面審視當前國際人權的寶貴機會。大家並非只關注亞洲區域的人權發展，更

並非試圖打造獨立於普遍人權準則的另外一套標準。早在1955年萬隆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

公報》中，廣大亞非發展中國家就明確提出：“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基本原則， 
並且注意到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的世界人權宣言。”1968年由第三世界

國家推動的《德黑蘭宣言》仍然堅持：“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世界各地人民對於人類一家所有成員

［43］ 參見郭濟山:《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召開》，載《世界知識》1993年第12期，第25頁。

［44］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4th 
Session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A/CONF.157/PC/97(1993),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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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割讓、不容侵犯之權利之共同認識，是以構成國際社會各成員之義務。”《曼谷宣言》重申

了“堅決支持《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在各項原則”的立場。在區域會議的討論中

亞洲國家也積極邀請各國代表、國際機構等溝通交流來確保宣言內容的公正和平衡。但是，二戰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國際人權理論和話語長期被西方宰製［45］，尤其是冷戰之後，西方國家更是將

人權問題政治化，奉行“新干涉主義”［46］，把西式人權尤其是西式民主視為人權的唯一模式，而

且濫用人權話語作為謀取國際政治和經濟優勢地位的工具。因此，針對發達國家單方面強行推進

人權外交的行徑，《曼谷宣言》第3條指出，要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原則基礎上，使聯合國系統民主

化，“在解決及實現人權的所有方面確保採用積極、均衡和非對抗性的辦法”。與此同時第4條也

指出“不贊成任何人利用人權作為提供發展援助的條件”。

《曼谷宣言》宣佈了亞洲國家所需確立的人權原則和人權立場。一是重申人權的不可分割性，

反對任何割裂人權的內容。明確提出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要同等重視所有類別的人權。亞洲國家從未宣稱要創造一套截然不同的人權標準，只是反對西方

國家有區別的對待公民政治權利和經社文權利兩類人權。無論是《世界人權宣言》還是之後通過

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一致認可兩類人

權的同等重要性。而西方國家始終只強調公民政治權利，恰恰是對國際範圍內確立的普遍人權原

則的歪曲和割裂。二是強調對人權的不同理解，要以不同國家的歷史和國情為基礎。時任泰國總

理川·立派在亞洲區域會議開幕致辭中強調，會議應消除“經濟發達區域的人權優於經濟欠發達

區域的人權”這種錯誤看法。由於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上的背景和條件不同，實施基本人權的

方法也就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能較清楚地瞭解和認識這種不同，就能更有效地促進人權的普遍實

施。［47］《曼谷宣言》中也明確指出：“儘管人權具有普遍性，但是我們應知道，各區域的情況

有自己的特點，應考慮到不同的歷史發展、文化教育和宗教背景。”但由此有一種聲音認為亞洲

試圖創造特殊人權標準。有西方學者就此在文章中評論道：“1993年3月在曼谷舉行的作為維也

納世界人權會議初步會議的亞洲區域會議上，亞洲各國政府提出了《曼谷宣言》，作為對人權普

遍標準化在亞洲的適用性的挑戰。並且聲稱中國在制定這一挑戰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曼谷宣

言》採取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主張獨特的亞洲歷史、文化和經濟因素在決定人權標準方面的重要

性。”［48］這樣的觀點片面解讀了《曼谷宣言》的思想，同時意味著所謂的“普世性標準”在西方

世界很有市場。實際上，人權的普遍性並不能理解為某種整齊劃一的標準，尤其是不能理解為西

方文明的唯一標準。因此，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劉華秋1993年6月15日在世界人權大會上的講話

中指出：“不能也不應將某些國家的人權標準和模式絕對化，要世界上所有國家遵照實行。”［49］

三是厘清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即“強調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以及不利

［45］ 參見化國宇：《人權普遍性的仁學基礎:從<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出發》，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第

62頁。

［46］ 參見羅豔華：《美國與冷戰後的“新干涉主義”》，載《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71-77頁。

［47］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Opening Statement By His Excellency, Chuan Leekpai,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A/CONF.157/ASRM/5 (1993) , p.3.

［48］ Michael C. Davis, Sharon Hom& Anthony D'Amato,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Bangkok Decla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9.

［49］ 劉華秋：《中國代表團團長劉華秋副部長在世界人權大會上的講話》，載《外交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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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權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等原則”，“重申國家不論大小，都有權決定它們的政治制度，

控制和自由利用其資源，並自由謀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對人權而言“國家負有主要責

任”等。《曼谷宣言》針對上述問題重申了亞洲國家的集體觀點，拒絕干涉各國內政，要求尊重

各國人權特點。劉華秋在世界人權大會上有力的闡述了這一問題：無端攻擊別國，將本國和某一

地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別國和其他地區的做法，就是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為，就有

可能導致別國的政治不穩和社會動盪。國家主權是實現公民人權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主權得

不到保障，其公民人權就無從談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50］

《曼谷宣言》還重申了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等集體人權。不僅是《曼谷宣言》，同一時期的

各區域宣言如《突尼斯宣言》和《聖約瑟宣言》都在闡述這一思想。宣言重申自決權對於擺脫殖

民和佔領的國家是重要的國際人權原則，任何國家都不能打著自決權的旗號製造民族矛盾和分裂

國家主權。此前萬隆會議就提出了有關民族自決權的人權原則，這一原則在亞洲區域會議上得到

進一步確立。發展權在《曼谷宣言》中得到了突出的回顧和重申。雖然《發展權利宣言》已經正

式通過，但由於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傾向，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目標遠沒有達到。《曼谷宣

言》對發展權的重申再一次成功地喚起了全世界對落後地區依賴發展問題的覺醒，讓大家都認識

到這裏的人民，也就是人類的大多數，還為之深受其苦。［51］對廣大亞洲國家而言，建立一個新

的國際經濟秩序仍是促進真正的經濟獨立和發展進程的一步。《曼谷宣言》也對當前的國際經濟

舊秩序提出了批評：“國際宏觀經濟層次是實施國家發展權利的主要障礙，導致南北之間、貧富

之間差距的日益加大。”在亞洲區域會議舉辦之前，西方國家一直未曾對發展權表示出誠懇的認

同，還試圖將人權與經濟援助、發展貿易掛鉤。中國明確表示拒絕將發展權與經貿合作關聯。孟

加拉政府代表在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上繼續聲明在亞洲區域會議上達成的亞洲國家共識：“目

前不公正的國際貿易秩序、不民主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公平的國際金融機構已經否定了國際經濟

權。”因此《曼谷宣言》表達出要打破世界經濟秩序中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現象，改善亞洲以及國

際人民貧困落後的人權受損現狀，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繁榮。［52］一位美國學者也曾表示支持廣

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他指出：“如果發展意味著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裏，這不叫發展；如

果發展過程被少數有權力的人所控制，大多數人根本沒有參與機會，也不叫發展。”［53］

四、重新審視《曼谷宣言》的歷史意義

《曼谷宣言》對《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的通過產生了積極作用［54］，但其影響遠不止於

此。這一國際人權文本迄今為止已經通過30年，從今日人權理論和實踐發展狀況出發，其歷史地

位值得再度審視。

［50］ 劉華秋：《中國代表團團長劉華秋副部長在世界人權大會上的講話》，載《外交學學報》1993年第3期，第2頁。

［51］ Se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us of Preparation of Publications, Studies and Documents for the World 
Conference :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 Note, A/COMF. 157/PC/63/Add. 2(1993), p.2.

［52］ 參見吳報定：《發展中國家是人權的真正維護者》，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5期，第80頁。

［53］ Peet, Richard & Hartwick, Elain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Arguments, Alternatives , Guildford Publications, New 
York, 2009, p324.

［54］ 參見《<曼谷宣言>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權文件》，載《人民日報》2005年4月8日，理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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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宣言》與亞洲人權立場的形成

首先，在國際人權領域衝破西方人權話語霸權的封鎖，第一次發出了亞洲國家整體的人權聲

音。儘管自《世界人權宣言》開始，以張彭春為代表的亞洲聲音就曾對國際人權觀念貢獻了諸多

有益成分，［55］同時國際社會相繼通過的《德黑蘭宣言》和《發展權利宣言》等一系列人權文件。

這些人權文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基本人權理念，但是

作為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人權文件，其內容往往會因不同文明之間的妥協而變得模棱兩可，甚至

其解釋會由人權話語優勢地位的國家所主導。《曼谷宣言》中多處使用了“重申”字樣，如“重

申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等原則”“重申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

利互相依存和不可分割，並必須對所有類別的人權給予同等重視”“重申《發展權利宣言》中確

立的發展權利是一項普遍、不可剝奪的權利”等。這意味著上述人權原則在很多國際人權文件中

早已確立，然而卻被附條件解讀或選擇性忽略，始終無法突破西方人權話語霸權的桎梏。一個典

型的例子，《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其孕育之時，就配備了締約國報告、國家間來文

和個人來文的全套機制，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直到2008年才配齊這些工具。［56］

因此，與最終協調共同立場所達成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相比，《曼谷宣言》完整而集中

的表達了亞洲亦即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地區的人權觀點和立場，更加鮮明地指出了其遭受的不公正

待遇及某些國家在人權方面的錯誤做法，首次向世界發出了統一一致的亞洲人權聲音，在亞洲人

權觀的宣示方面有著其獨立的重要價值。

其次，系統總結了亞洲人權價值體系，並推動了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人權相關議

題的討論。《曼谷宣言》對亞洲人權的價值體系進行了全景式的闡發，包括：反對人權實施過

程中採用雙重標準，避免將人權政治化；各類人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捍衛民族自決權和發展

權；駁斥主權高於人權，堅持不干涉內政以及不利用人權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等原則；不贊

成利用人權作為提供發展援助的條件；不應通過對抗將不相容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等等。從總體

上來看，《曼谷宣言》集中體現了亞洲各國對人權問題的理解，反映了亞洲國家尊重人權和基本

自由的態度。在四次世界人權會議籌備會議和亞洲區域會議舉辦過程中，圍繞相關議題的討論自

不必言，這些辯論為世界人權會議帶來了多種渠道意見的充分反映，讓世界人權會議的成果更具

普遍性。在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對人權理論的研究十分活躍，形成了多學科的專業研究力量。以

中國人權研究會為代表的全國性學術團體成立，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如中國人民大學、山東

大學、上海社科院等設立了人權研究中心、人權教研室或研究室。中國召開了一系列規模較大的

人權理論研討會，各種人權討論會、座談會、報告會也頻繁舉行。［57］1991年11月1日，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向世界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

立場、觀點。這些都為中國參與世界人權大會和《曼谷宣言》制定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與此同

［55］ 參見化國宇：《從人權論爭到人權共識：張彭春對<世界人權宣言>普遍性的貢獻》，載《中國法學》（英文版），2016
年第4期，第31-49頁。

［56］ 參見孫世彥：《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一座里程碑的歷史》，載《人權法學》2023年第4期，第60頁。

［57］ 參見史學鮑：《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研討會紀要》，載《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李林：《把

人權理論研究引向深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人權理論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林喆：《解放思

想，深化人權理論的研究——1992年全國法學基礎理論研討會綜述》，載《政治與法律》1992年第4期；朱峰：《“人權問題：中

國與世界”理論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5期；李凱林：《全國人權理論研討會關於生存權與發展權的討論側記》，

載《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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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20世紀90年代，圍繞“亞洲價值觀”的辯論曾盛極一時，《曼谷宣言》所宣告的亞洲人權

價值也成為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推動了全球對亞洲人權觀的注意。90年代西方人權史學研究開

始圍繞現代人權的起源、國際人權標準的形成、大國政治與人權外交、跨國人權組織的發展等議

題，也受此影響。［58］1993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1998
年日本學者大沼保昭提出“文明相容的人權觀”，都從側面反映了《曼谷宣言》中所確認的亞洲

人權價值對西方人權觀所產生的巨大衝擊。［59］

再次，第一次協調了亞洲國家的人權立場，為亞洲國家後續進一步凝聚人權共識奠定了基礎。

經過亞洲區域會議和世界人權會議，亞洲國家在與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辯論和爭駁中對於

人權的看法更加清晰並且趨於一致，《曼谷宣言》達成的亞洲共識加速了亞洲一系列區域性和次

區域性的人權文件的發佈：1993年6月，202個人權組織發表了《亞洲人權：為了人的尊嚴而鬥

爭》的報告；1993年9月東南亞國家聯盟議會組織通過了《吉隆玻人權宣言》；1994年西亞和北非

的阿拉伯各國通過了《阿拉伯人權憲章》；1998年5月，亞洲人權委員會等200多個亞洲非政府組

織在韓國光州召開亞洲非政府組織大會，會上通過了《亞洲人權憲章》；2001年，亞洲議會和平

協會通過了關於成立《亞洲國家人權憲章》起草委員會的決議，2005年該憲章得以通過。《曼谷

宣言》中所確定的亞洲人權共識在這些文件中不斷得到重申和強化，甚至2012年11月18日東盟十

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東盟人權宣言》，可以說是仍然全面繼承1993年《曼谷宣言》的精神。［60］

此外，《維也納宣言及行動綱領》之所以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擁護和支

持，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對《曼谷宣言》中諸多人權理念的採納。正如孫世彥教授指出的，“這

（《行動綱領》）是一份漫長而複雜的文件，儘管它產生於妥協且只能產生於妥協，但它代表著

不同人權立場和認識的相互適應，由此確保了《行動綱領》的持久生命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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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參見杜小安：《亞洲價值觀與東西文化衝突》，載武漢大學哲學院官網，http://philosophy.whu.edu.cn/info/1039/2055.
htm，訪問日期：2024年1月3日。

［60］ 參見黃金榮：《人權“亞洲價值觀”的復活?——評<東盟人權宣言>》，載《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61］ 孫世彥：《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一座里程碑的歷史》，載《人權法學》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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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宣言》與亞洲人權立場的形成

  Abstract: The Asian Regional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Vienna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was the 

first regional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held by Asian countrie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ich opened up a new era of regional human rights cooperation in Asia. The Bangkok Declaration adopted at the 

conference, while reaffirming respect and continuation of a series of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such a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focuses on expressing the human rights position of Asian countries, reviews important 

righ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nhances 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tatus of the Asian reg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Bangkok Declaration is a strong response from the Asian region to Wester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it is also ben-

eficial for Asian countries to better coordinate and solve relevant human rights issues in A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ould be reiterated and examined.

  Key words: Bangkok Declaration; Asian Human Rights;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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